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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辨析“国土空间”概念内涵是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的前

提。应根据国土空间治理需求变化和学科理论发展需要，及时更新完善对“国土空间”的理

解。本刊邀请15位青年学者研讨“国土空间”的概念内涵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议，主要观点

如下：（1）国土空间是复杂的人地耦合系统，具有构成要素多元性、时空尺度嵌套性等特征。需

要用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维，进行国土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与系统修复保

护，提出基于自然的空间治理方案。（2）国土空间是“流”所构建的网络空间，是不同利益主体组

成的关系空间和为精细化治理服务的可计算领域。需要通过“流空间”进行国土空间的整合，

推动区域之间资源和要素的共享，实现协同发展；也需要重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构，协

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和谐发展；还需要完善国土空间开发管控的技术手段，平衡国土

空间规划中的灵活性与统一性矛盾。（3）国土空间是有温度的空间。需要充分感知国土空间的

风险性、适宜性、约束性、可达性，编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土空间规划，提升国土空间的人文

关怀、生态功能和美学价值。（4）国土空间是国土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的对象，是具体的海洋空

间、乡村空间、文化空间等，具有载体属性、资产属性、权利属性等，需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实现

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彰显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满足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对

国土空间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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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党和政府机构改革之后，我国正逐步建立适应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推进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1]。但国土空间规划理论和学科建设依然任重

道远，既有原有各类规划学科理论的交叉融合，又有外生理论与内生理论、科学主义与实

用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等不同观点的争锋。按照“多规融合”的要求，促进不同学

科观点融合、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是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

也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

收稿日期：2020-10-26；修订日期：2021-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86）

作者简介：郝庆（1982- ），男，河北邢台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空间治理、资源环境承

载力、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E-mail: haoqing319@163.com



36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国土空间规划涉及到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明晰基础性概念是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者

和从业者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前提，也是关系这项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环节。长期以

来，我国对“国土”“国土空间”“国土规划”等概念界定不清，成为导致国土空间规划

管理体制不顺、部门职能定位不清，制约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3]。

为此，《自然资源学报》邀请15位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对“国土空间”的内涵进行

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生态文明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建议。

郝庆：国土空间规划应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形成基于自然的治理方案

郝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

空间治理。

核心观点：“国土空间”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底多尺度嵌套的人地耦合系统。国土空

间的发展变化受自然力量、经济社会力量、人群多元价值选择等共同影响。需要树立协同

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体系，重视基于自然的空间治理方案。

国土空间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的人地耦合系

统，是自然地理演化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综合体，在全球、国家、区域、地方、

社区等空间尺度，以及近期、中期、远期等时间尺度上具有尺度嵌套的层次结构[4]。人地

耦合系统是研究人地关系的新理念，目的是协调人地关系以及满足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服务的可持续[5]，这与生态文明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谋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具有内在统一性。

（1）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国土空间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底，承载着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通过物质循环、能

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海、居水平形态的空间，以及大

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垂直形态的空间，组成国土空间的各种要素、系统、圈层

及其内部与相互之间在空间、时间和组织中存在反馈（feedbacks）、意外（surprises）、非

线性 （nonlinearities）、阈值 （thresholds）、时滞 （time lags）、路径依赖 （path depen-

dence）和突现（emergence）等作用[6,7]。影响这些作用的动力机制既有自然界自身变化的

原因，也有人类活动扰动的因素。随着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强度的增加，自然地理环境

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日益密切，自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

量和社会的力量等共同影响“国土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并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呈现各具

特色的状态。需要重视自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嵌套作用机制，树立协同治理理念，

建立由“自然—市场—政府—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2）重视基于自然的空间治理方案

自然地理环境是国土空间的基底，影响国土空间自然景观的基本特征、空间格局与

演变过程等，形成了不同等级的自然地理单元。由于满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要求的区域

与满足自然生态系统本底功能要求的区域并不存在天然的耦合，自然地理单元与经济社

会单元往往存在不一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基于行政单元的空间治理、重视打造以各层

级城市为中心的非均质经济区域。但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和市场主导的经济区往往以山

脉、水系、湿地等为边界，隔断了山水林田湖草的天然联系，产生了西方政治生态学和

水政治等领域中讨论的尺度政治问题，不利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系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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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壑的管理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

当前，自然权利、生态理性、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NbS）正

逐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我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应当在传统行政区划、经

济分区的基础上，重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突出地理单元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

以流域等自然地理单元为主的空间治理思维。基于地理单元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资源

环境的综合承载能力、人地关系耦合的整体性等，既从区域整体性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发

展，又突出区域单元的自然特色、强调区域发展模式的差异性，重视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

护与修复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内容[8]，提出基于自然的空间治理方案。

彭建：景观生态学可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基础理论与分析框架

彭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景观格局与社会—生态过程耦合。

核心观点：基于景观生态学视角，可以将国土空间理解为由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

系统全要素关联、全过程耦合、全空间协同作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景观，“格局与过程

耦合—时空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景观可持续性”级联可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分析框架。

国土空间作为包含所有自然资源的内在有机整体，以及具有不同等级、不同尺度特

征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其形成、演化与优化认知需要强调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景

观生态学作为集成生态学、地理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形成的交叉学科，强化地理学的横向

空间联系与生态学的垂直过程关联，重点关注过程耦合与空间集成[9]，注重综合性、系统

性、可持续性，可以为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及生态修复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决策依据。

（1）国土、国土空间与景观：交叉与融合

国土空间是人与自然生命活动共存的空间载体，其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维持着人地关系的动态平衡[10]。国土空间这一概念指示了“国土要素”和“空间尺度”

两大特性。其中，“国土要素”指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表要素、地质（地下）要素、大气

要素和海洋要素，一般表征为森林、湿地、荒漠、草原、农田、海洋等生态系统类型；

“空间尺度”则强调国土要素的空间边界及其空间关系特征，即不同空间边界所体现出的

空间结构或空间格局特征[11]。国土空间特性与景观生态学过程耦合、空间集成的理论内

核相契合，表现在国土空间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耦合作用形成的地域综合

体，不仅关注国土要素的时空尺度性，还注重各要素在时间、空间维度的物质交换和能

量流通，及其与社会—生态过程的时空关联。

作为当前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重要途径，国土空间规划可视为人类社会有远见的实

践性活动，从根本上是一种既需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又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法则、制度和技术范式。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国土空间要素不仅直接指向水土气生等自

然生态要素，还包括人口、产业、交通、文化等社会经济要素，是特定地域空间上覆的

过去、现在及未来各种人类活动、生物/非生物要素的总和，兼具自然单元、人文单元的

要素组合特征，并强化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耦合关联。而景观由相互作用的斑块或生

态系统镶嵌组成，指示异质性的地表空间单元，与其内部及周边地域的社会—生态过程

密切关联。尽管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之分，景观作为自然—人文要素耦合结果的地域

综合体这一基本特性不变。在自然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以自然单元来布局、以行政单

元来实施，在行政空间管治中统筹自然要素更有利于国土空间治理的落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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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局与过程耦合—时空尺度—生

态系统服务—景观可持续性”级联分析框架

“格局与过程耦合—时空尺度—生态系

统服务—景观可持续性”级联是当前景观

生态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可为国土空间治

理提供分析框架（图 1）。首先，景观格局

与过程耦合关系解析有助于明晰不同地域

单元的空间关系和相互作用—响应过程，

景观格局—过程互馈下的域内—域外、近

程—远程效应分析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了

有效的科学机理支撑。其次，生态系统服

务是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直接或间接贡

献，提供了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可以反映生态系统自然基底状态及人

类惠益程度，作为自然生态系统连接人类社会系统的重要桥梁，生态系统服务的有效提

升可视为国土空间治理的基本准则。再次，景观生态学关注不同尺度下景观格局与社会

—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格局、过程及二者的耦合均存在时空维度上的尺度依赖

性，为国土空间治理从局地走向全域提供了重要的尺度关联路径。最后，景观可持续性

是指特定景观所具有的、能够长期而稳定地提供景观（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和改善区

域人类福祉的综合能力，景观可持续性评价及其情景模拟直接衔接着国土空间治理的最

终目标，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聚焦“格局与过程耦合

—时空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景观可持续性”级联框架，深化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

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土空间治理实践需求。

魏冶：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加强“流”与网络的思维范式

魏冶，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及GIS应用。

核心观点：国土空间规划的主流研究多聚焦于传统“马赛克”式的场所空间，对空间

中的“流”和“关系”重视程度不足。国土空间是场所空间和流空间的复合体，流和关系

是空间整合的重要力量，国土空间规划需加强对流空间和网络空间规划的关注。

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空间分布或功能布局等“场所空间”问题，对于

空间关系与空间网络等“流空间”问题却少有探讨。对流和空间关系缺乏关注，使国土空

间“有机体”被割裂，难以解决“1+1≠2”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从流空间视角来理解国土

空间，将国土空间理解为流所构建的网络空间，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参考。

（1）流空间视角下的国土空间

流空间（Space of flows）可以理解为流和关系所建构的空间。该概念最早由社会学

家曼纽·卡斯特尔提出，“是不必连接即可实现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12]。此

概念被提出的初衷是能够在信息社会语境下理解和指导社会实践，后被地理与规划学者

发扬光大，用于指导城市与区域的研究实践。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流空间的理解也

从狭义抽象的“社会学空间”，逐渐迁移到广义具象的“实体空间”，并赋予了更多“地

理空间”的内涵。

图1 景观生态学与国土空间治理的逻辑关联

Fig. 1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ecolog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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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土空间的传统理解多采用一种马赛克式的思维，将空间进行功能划分、分区

分块，好处是便于“因地制宜”和“分类管理”，但明显的缺点是将国土空间割裂，忽略

了国土空间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实际上不同空间单元间存在着普遍而紧密的联系，既包

括水、气、生物等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也包括人类社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等。多样的关系和流动沟通了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之间的联系，也沟通了它

们内部的联系，从而将碎片化的国土空间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国

土空间是由“流”和“关系”所构建的空间。

（2）处理好“地—地”关系是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地关系系统，国土空间是一种典型的人地关系系统。但

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仅考虑人与自然的“人—地”关系是不足的，还应充分

考虑不同空间单元之间的“地—地”关系。“源汇景观理论”“生态网络理论”和早期的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都在阐述这样的观点。城乡一体化发展，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打破

城乡壁垒，推动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资本资源等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互补流动，使

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相得益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实际也是在

强调处理好“地—地”关系，确保生态廊道的畅通以支持生态源地或生态节点之间的物

质和能量流动，以保护生态结构的系统性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因此无论是人文层面，

还是自然层面，空间单元之间的联系和流动是普遍存在的，有序和有益的关系和流动会

促进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相反无序和有害的关系和流动会导致系统的

退化和影响系统安全，处理好空间单元之间的“地—地”关系、维护联系和流动的通畅

性和有序性是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3）流空间的规划范式——网络空间规划

流与关系不仅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

保护的重要视角。在流空间研究领域，流与网络是伴生的，作为流的载体或空间结构形

式，网络常常被视作流空间的“显影剂”和描述工具。在规划实践中，人们开始考虑采

用网络的视角来规划布置国土空间，如近年来兴起的生态网络规划，将城市和区域各类

自然生态用地与人工绿地联系起来，形成具有高度连接特征的网络化生态空间[13]，以促

进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有机融合。另外，一些欧洲国家还将网络视角引入到国家空间

发展战略中，如比利时与荷兰的“城市网络”，以及爱尔兰的“链接门户”等，体现了重

要的应用价值。在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实践中，流与网络的分析也是重要

的研究议题和规划支撑。因此，在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流与网络的思维范式应

广泛渗透其中，并用于区域一体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建设、城市与区域基础

设施网络构建等诸多方面的工作实践。

王丰龙：国土空间是一种可计算的领域

王丰龙，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学、幸福感和地

理学思想。

核心观点：基于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国土空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可计算的领

域，国土空间规划则是一种为精细化治理服务的领域化手段。应通过不断增强分级分类

评估等“计算”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水平，权衡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灵活性与统一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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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者和规划学者对国土空间的理解有所差异——地理学者往往将国土空间翻译为

“territory”，规划学者更多将国土空间规划翻译为“spatial planning”；地理学者更重视对地

理要素的综合性调查分类，规划学者更强调对土地资源开发的空间管理。笔者认为，将国

土空间与英文的“territory”（一般被译为领域）对应起来较为恰当，而政治地理学中关于

领域概念的讨论及相关理论对于理解国土空间概念和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具有借鉴意义。

（1）“领域”视角适用于理解“国土空间”

领域在政治地理学中指各级尺度上被管制的有界空间[14]。尽管以拉采尔为首的古典政

治地理学者往往将领域理解为国家尺度的领土或国土，但是实际上戈特曼很早就注意到领

域可以存在于次国家（sub-national）空间尺度上[15]，Brenner[16]也论述了欧洲国土开发中国

家领域重组与全球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对领域的控制和治理除军事手段外，也包括国土

空间规划等规划、法规手段[17]。如欧洲国土空间规划十分强调领域融合（territorial cohe-

sion）和空间均衡[18]；战略规划的兴起则推动了半影边界（penumbral borders，即边界在

某些维度上是多孔模糊的，在另一些维度上却泾渭分明）的产生[19]。因此，政治地理学中

的领域视角能够用于理解国土空间概念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性质，有助于兼顾“国土空间”

治理中维护相对宏观的“国土”安全和实现相对微观的“空间”开发/保护的不同需求。

（2）“国土空间”是可计算的“领域”

基于政治地理学对领域的最新讨论，笔者认为国土空间是一种可计算的领域。领域

包含一个受测量（几何、统计等）和控制技艺（法律、监控等）影响的质量（qualities）

维度 [20]。国土空间也包含各种要素——老一辈地理学家建立的国土空间内涵就包括土

地、水、矿产、生物、气候、海洋、旅游等各类自然资源以及各种经济社会条件[21]。国

土空间可以根据其内部各类要素质量水平的空间分异划分为一系列相对均质的功能区，

每个功能区具有特定的发展条件、能够产生不同的价值。相应地，国土空间规划可以被

看作一种通过国土资源调查、问题评估、区域划分和制定开发的优先级等治理技术组成

的领域化治理手段。

其中，国土资源调查评估和分区分级是国土空间规划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保障，是国

土空间可计算、可治理的重要技术手段。从治理角度看，通过对区域的划分和开发强度

的限定，国家实现了对广袤国土的深入了解和精细掌控，避免因为对全国所有区域发展

“一刀切”而忽略区域差异、扭曲区域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分区分级推动了空间治理的

精细化。不过，基于分区的领域性管控主要通过限制对整个区域的某种权限来实现对区

内各种要素的通盘治理，因此也是在分区单元尺度上的一种精简、笼统甚至原始的治理

方式，难以对划分的具体类型区域内部再实施差异化的管理——分区分级的尺度单元代

表了空间治理的精度限制。

国土空间的分区分级也是地理学者参与制定国土空间规划中能够提供原创性贡献和

综合性视角的知识领域。目前，国内对国土空间的调查评估和分级开发主要有两种不同

的思路：一种是基于对国土空间开发的脆弱性和适宜性考虑，采取消极控制的手段，划

定各类开发红线和保护区；另一种思路是基于特定发展目标和开发战略，从区域间协同

发展的角度制定重点开发的节点和轴带。如何平衡两种开发思路、如何确定各类要素科

学的分级依据、如何衔接不同尺度的分级开发方案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难点，也是地理

学者能够发挥所长的方向。

（3）领域理论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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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土空间规划应该避免落入领域陷阱。领域陷阱最早由Agnew[22]提出，指在

国际关系研究中完全将国家领域作为社会关系的容器和原子化的分析单元而导致的分析

局限。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主要基于用地类型和功能区的划分，然而基于不同要素划分的

区域边界往往不同，最终划分的功能区实质上并非内部同质的区域，据此实施空间开发

管理也容易产生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需要选取每个专题

适宜的分析尺度，并针对不同专题分类制定空间管控措施。

其次，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一种领域化治理手段，必然面临灵活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国

土空间规划的用地类型划分和最小区域划分单元决定了最终的国土空间开发管理精度。在

这一精度上能够通过准入性和开发权限限制等实现统一管理，但是难以在比分级分区的单

元更低的尺度上实现灵活管控。因此，如何选取合理的国土空间管控单元并确保相关管控

措施根据区内动态变化及时调整，是确保规划明晰性与执行有效性的重要问题。

最后，从领域性重构和领域生产的角度看，国土空间规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国土空

间规划强调“多规合一”，但是由于不同部门的管理权限、发展诉求和控制能力不同，国

土空间规划的制定始终是个政治过程。如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确立必须基于中央—地方和

部门间的互动和整合，对开发强度等的控制也会面临开发商等利益主体的反抗或规避。因

此，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时，需要参考政治地理学关于领域政治的理论性研究，借鉴

西方沟通式规划等理念，妥善解决不同层级、部门和主体间在国土开发中的政治争端。

姚华松：国土空间规划的本质是对关系的重建与重构

姚华松，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乡村发展、女

性主义地理学。

核心观点：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本质是对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构，原则是充

分尊重地方性，关注乡村的价值与意义，并处理规划实施过程中条条与块块、规划管控

过程中控制与引导以及规划时序过程中近期与远景的关系。

长期以来，规划工作者对于“空间”的认识相对狭窄，更多将空间理解为聚落空

间、经济空间、交通空间等物质空间，忽略了空间的社会、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属性

及其他属性。需要从空间本体论和不同学科角度对空间进行审视。

（1）空间本体论的多维解读

“空间”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地理工作者较多注重对已知事象空间规律的探寻，而

对空间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系统关注较少。其他学科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的使任何事情发

生与发展的场景和一个置于事物之外的外壳，多被视为是空洞的和单纯的空间[23]。然而，

空间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空间和被研究事物的空间向度考量在

20世纪以后受到空前重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各种对于空间的讨论更是如火如荼。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就是社会的，空间与

社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他提倡学界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

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并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三个层次：空间实践、空

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24]。哈维高度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空间与政治的关系，在对全球化

下城市空间资本化过程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空间修复的概念，用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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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动力 [25]。他指出，资本主义必须修复空间

（通过运输和交通网络之类的不可移动结构，同时通过工厂、公路、房屋、供水和其他实

体基础设施等人为环境），其目的是征服空间（通过低成本的运输和交通达到自由移

动），这是导致资本的主要矛盾之一：它建造一个能让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运行的必要的

固定空间，只是为了在稍后一个节点摧毁这一空间（并使投入空间的大量资本贬值），这

样才能为在更后来的节点上进行新的“空间修复”（迎接新的空间和土地上的再次积累）

找到办法[26]。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通过对底层日常生活现象的系统考察，深刻洞

察了微观权力在社会空间中的产生、发展与演进，提出“权力无处不在”的论断[27]。布

迪厄提出空间具有若干权力关系，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入场

费，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的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人们通过在社会空间中

的位置确定阶级规定性，被置于同类生存条件的行动者的集合，从而产生类似实践的性

情系统[28]。费雷对波士顿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表明，空间和象征的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

成为地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成分，作为一种工具，空间让共有某种文化或价值的人群聚

居，空间具有象征的功能[29]。苏贾提出“第三空间”，既是对第一空间（物质性实体空

间）和第二空间（社会、文化、日常生活、政治等空间）的包容，也是对它们的超越，

是对二者的解构与重构[30]。雅各布斯指出城市空间不应只是单纯工程性和技术性的，它

更应该成为有助于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这种互动为城市空间注入了生活的血

液，是真正有价值的空间[31]。段义孚重点对空间和地方进行了比对，认为空间是资本化

的产物，地方是有情感特性的，地方的消失往往与资本的介入有关。毋庸置疑，一个

“泛空间”时代已到来[32]。

（2）以新的空间思维应对国土空间规划

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应重视对空间的多维度与系统认知。传统空间规划存在“重

空间而轻人”“重物质空间而轻社会与文化空间”“重土地的经济属性而轻土地的社会及

其他属性”“重土地资本化而轻土地可持续发展”“重土地开发的顶层设计与宏大目标而

轻土地发展的微观功能与社区意义”“重土地的强势阶层倾向性而轻土地对弱势群体的庇

护特质”“重空间开发而轻地方意义”等问题，都是对空间本质理解出现偏差所致。

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下，空间多被视为一种躯壳和制度化的场所，空间是学

术殿堂和规划实践的专利品。空间规划与设计更多是对上层建筑层面的社会、经济或政

治制度的被动适应，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参与者也多是政治家、设计师、学者与专家等强

权利益集团间的内部性“高峰对话”，而普通百姓的基本诉求被边缘化。从规划层面上

看，科学空间规划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后的秩序空间主宰了自下而上的百姓的生活

空间，抽象的空间抹杀了市民具体空间的不平等元素。在城镇化步入中后期、生态文明

渐入人心、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的发展形势与新的目标要求下，需要对原有空间规划与

设计过程中存在的狭隘空间观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新考量。

一是，在理解空间规划的本质上注重关系的重构。国土空间规划当以人地关系的重

建、与人际关系的重构和生活意义的重塑为己任。人类发展自身，不以损害自然与生态

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为前提，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不能以剥夺自然为代价。新

的形势下，需要对“快速”和“过度”的三化过程保持警惕，尊重自然规律，维系生态

法则，将建构协同共生的人地关系作为目标。

二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诉求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方面要做到整体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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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从而实现整体土地利益及全体人民福利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尊重当

地人的主体性地位、当地人的发展诉求和当地文化传统，强化区域发展长远性和可持续

性的考量。以粤港湾大湾区为例，其实质是三个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地域系统，除了本地

人和市场化条件下催生的外来打工者，还有全球化背景下涌现的大量日本、美国、韩

国、非洲裔人群等群体。这决定了在对这一人口与文化高度多元化的地区进行规划时，

需要对他们的复合诉求进行考量。在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过程中，需要构建包容性空

间、开放性空间，从而务实推进和谐共享与包容社会的建设。

三是，在实施空间规划的治理上注重条条与块块。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对空间发展与

调控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从政策执行与行政管理的角度，存在着中央—地方的

互动关系，需要处理好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关系。新的形势下，既要执行好中央制定的各项

战略方针与政策，也要在具体执行与落实过程中充分考虑地方经济、人口和社会发展实际

等地方性，并加以创新与变通；需要考虑不同地块的差异性与在地性特征，对社会需求与

空间发展建设差异做出精准匹配的方案。空间规划不能太宏观、太抽象，要结合地方实际

的经济与人文发展需求，吻合地区发展的实际需求，做到最大程度的空间公平与正义[33]。

四是，在空间管控上注重控制与引导。一方面，要严禁和控制特定地区的发展；另一

方面，要对特定地区的特殊地段进行适当引导。譬如此前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过于笼统与宽

泛：不是所有的重点开发区都不加限制地发展，也不是所有的禁止开发区都不能有一丝一

毫的发展，剥夺其全境内的发展机会。控制与引导需要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五是，在确定空间规划的范围上注重乡村的价值与意义。乡村振兴是我国的重要战

略，城乡统筹、城乡协同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乡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系统，两者的发展逻辑与演进规律截然不同，两者的价值与意义也大相径庭：城市的价值

更多关乎产业主导下的经济体量，重视投入产出比等指标；乡村的价值则更多体现在其生

态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等方面。不能直接或间接地把城市的

套路照搬到乡村，用发展城市的思维去发展乡村。乡村振兴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城市吃

掉乡村，而要各自发挥各自的核心价值，按各自发展规律自然演进，两者实现共存共融[34]。

六是，在确定空间规划的时序上注重近期与远景。国土空间规划既要考虑近期发展

的诉求与目标，也要考量未来发展的远景与目标。换言之，既要保证规划的弹性与适变

性，从而务实推进近期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要保证规划长期的科学性与指导意义，从而

让总体发展与演化方向不发生大的偏差。人类居住的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人可

以用一个不变的“极终”方案去为一个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世界提供解决办法。好的规

划之所以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划是动态的，是与

时俱进的，是可以调整的。因为未来难以预测，所以规划师必须留有余地。我们一直强

调城市要有弹性与韧性，就是在于规划要为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化留有余地，而不是把一

切都“规断”“划死”。

李禕：国土空间需要在尺度重组和治理重构中实现协同

李禕，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合作治理及其空间效应。

核心观点：国土空间不断地进行尺度重组和治理重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关注空间

重构对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企业类型的发展影响，研究治理重构的空间效应以及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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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均衡发展问题，接纳不同主体在现实中的利益选择，反思个体困境的结构性政治经

济根源，找寻到制度优化的路径，实现真正的协同。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彰显国家治理空间重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和窗

口。以往对国土空间规划理念和技术性难题的讨论，多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将国家视

为单一的行动整体、将空间规划理想化为解救国家和市场矛盾的理性工具。通过引入杰

索普的国家—空间理论分析、列斐伏尔和苏贾的辩证空间观等外生理论，有助于推进我

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讨论超越既定的国家中心主义、国家—市场的简单二元分析框架，更

加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国家—市场—社会与空间之间复杂的多主体、跨尺度关系，为揭示

规划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提供理论工具。

（1）区域空间是承载国家战略的国土空间单元

我国多位学者从顶层设计视角，辩证地解读了国土空间治理的动态演进过程。20世

纪80年代，在市场化分权和权力下放的背景下，如何打破以行政属地管理的计划经济，

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又保障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探索国土规划的最初动力。

而当前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在原有目标体系基础上，更突显出其国家战略职能，侧重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35]。吴缚龙[36]认为此轮区域治理的兴起象征着国家

在新时期背景下所采取的危机治理策略，即国家通过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协调发展，形

成更具竞争力的多城市区域联盟，以减少城市经营主义所带来的城市零和竞争，进而提

升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相较于此前以新城建设、旧城改造为代表的城市经

营策略，这一改革方向表明当下都市圈、城市群等区域空间正成为承载新一轮国家战略

的国土空间单元，以适应动荡的全球化环境、提升国家竞争力。

（2）基于外生理论的国土空间与空间规划认知

杰索普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由位于不同尺度的权力代表所构成的集合，多尺度、

多主体是国家体系的固有特征[37]。尺度重组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空间分析

框架，提出国家治理的空间格局会随着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而出现向上、向下和向外

（如私有化）的尺度重组过程，这一理论视角为揭示我国空间规划所涉及的中央—省—市

跨尺度多主体的制度关系及其政治经济基础具有洞察借鉴作用[38]。我国学术界已越来越

关注到政府—市场分权、中央—地方关系、条块关系、府际关系、科层组织等制度框架

对空间规划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梳理在我国复杂的财权事权配

置和官员晋升激励下，金融分权、土地制度变迁、国企改革和政企分开等影响空间规划

利益主体及其行为选择的具体政策制度，总结和归纳体现我国特色的国家—空间政治经

济制度，有助于深刻理解规划矛盾的政治经济根源，从善治的角度而非行政干预的强制

角度完善规划体制与政策机制。

列斐伏尔和苏贾的辩证空间观综合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视角，不仅关注空间生产

和消费的多尺度、多主体的复杂博弈过程[39]，更揭示出不同主体在空间生产和消费中的

不平等权力关系。同理，空间规划涉及多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利益协

调与协商：对中央政府而言，空间意味着国土、领土、主权；对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而

言，空间意味着其行政管区内可盘活的空间资源；对普通居民而言，空间及其所承载的

自然资源则意味着“生计”基础。在具体的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其最终效果可能偏

离共享共赢共发展的政策初衷，产生不均衡空间效应。因此，国土空间规划不仅要关注

一张蓝图干到底，更需重视对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企业类型的发展影响，研究治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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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效应以及深层次的不均衡发展问题。在行政逻辑迈向治理现代化的规划演进过程

中，需要就“为谁而规划”展开更开放、更深入的讨论与思辨，接纳不同主体在现实中

可能的利益选择，反思个体困境的结构性政治经济根源，方可能寻找到制度优化的路

径，实现真正的协同。

王伟：国土空间是天然的交互治理平台

王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规划与治理。

核心观点：国土空间具有物质属性、功能属性、价值属性、权责属性等多重属性，

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了最天然的交互平台，需要从机理、价值、目标、要素、位序、管

制等多视角统筹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国土空间具有多重属性，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了最天然的交互平台。要成为一个好

用、管用、适用的国土空间规划，一个本质性目标就是要能够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过程

中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高效协作协同的“责—权—利”关系结构，即基于国土空

间这一天然平台，围绕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建构政府、市场、社

会各司其职的管治、共治和自治的治理体系，最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对于国土空间公共

服务提供、公共问题解决和公共空间形成的需求。

（1）国土空间具有多重属性

国土空间不仅限于地理学科中的地理空间或规划学科中的工程空间等物质性空间形

态，其内涵认知需要进一步拓展。一方面，由于国家经济社会治理问题日趋复杂，国土

空间成为诸多问题的共性交集。另一方面，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所涉利益主体日益多

元，国土空间成为诸多权益的共性交集，需要对国土空间的复合属性进行界定与解析，

为科学、精准、长效的规划治理奠定正确的起点。实际上，国土空间具有物质属性、功

能属性、价值属性、权责属性等不同属性，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测

—评估—监督”全生命周期流程中以不同的形式与面貌出现，并产生不同影响。

（2）基于多视角统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

国土空间是由自然、经济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的复合巨系统，具有物质能量循环、

功能价值循环、权责关系循环等基本循环机制，国土空间规划的根本目标与使命是维

系、修复与促进这些基本循环的健康运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应从多重视

角统筹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机理视角：遵照“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的要求，综合考量各要素的相互影响过程、相互制约关系，充分认识国

土空间系统结构、过程、功能等基本特性，采用整体到部分的分析方法、部分再到整体

的综合方法，挖掘国土空间的整体性、系统性及特殊性的内在规律。

价值视角：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在生命共同体中所处的价值层级、位置和作用不

同，而农田、村庄、城镇、流域等不同尺度的国土空间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特

征，它们是长期自然演变过程和人类活动的综合表征，一方面应充分分析山水林田湖草

沙所构成的景观格局特征和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应比较各类国土空间要素不同配置格局

下的国土空间服务价值和生态效益，不断优化格局，提升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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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视角：紧扣国土空间系统具有产品供给、净化调节、文化美学等多重服务价

值，进行多目标综合，维持国土空间系统平衡的国土空间价值。确定国土空间规划治理

是一个多目标权衡的过程，需要相关方充分参与，在充分理解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

进行取舍和均衡。

要素视角：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全局视角出发，根据人口、土地、森

林、水、矿藏、生物等关键要素功能联系及空间影响范围，寻求多要素综合统筹的系统

性解决方案，对各要素不再采取单一规划治理对策，而是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等因

素，实现多维度、立体式开发推进，促进国土空间系统服务功能的逐步恢复，实现点、

线、面的叠加效应。

位序视角：依据空间均衡理念，组织开展综合评价，综合权衡水源涵养、防风固

沙、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净化、固碳等国土空间服务功能供给和需求，评

估国土空间安全阈值和国土空间重要性、敏感性、脆弱性，确定国土空间产品供给数

量、质量和空间布局位序，推进国土空间及其服务功能的均衡优化布局和高效科学利用。

管制视角：立足国土空间安全格局与主体功能战略，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

局，遵循用途管控与功能管控相结合的核心原则，形成“容量定底→强度定顶→红线定

界→单元嵌套→指标约束→清单准入→法定图责”的管理路径，奠定国家国土空间治理

的制度基础和能力支柱。

张书海：国土空间具有载体属性、内容属性和权利属性

张书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治理，空间规划。

核心观点：国土空间规划应重视载体空间、内容空间和权利空间的多维属性，以及不

同空间属性所对应的自然秩序、功能秩序和公平秩序，强化基于载体空间的产权治理、基

于内容空间的差别化过程治理和基于权利空间的协作治理。从物质空间型规划向包括载

体、内容和权利要素在内的综合型规划转变，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能。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政策的综合地理表达，本质上是配置

各类空间发展权利的公共政策，创造和维持空间秩序[8]。多维度的空间属性认知有助于空

间秩序的形成和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核心的空间治理体系的深化完善。

（1）国土空间的多维属性

空间多维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载体空间。空间作为承载社会经济活动的本

底和基础，是社会经济活动需要占据的场所和容器，是重要的自然物质基础。二是内容空

间。空间上发生的利用行为改变了其本来的功能或状态，给原本“空洞化”的载体空间赋

予了社会经济属性。三是权利空间。空间内容生产本质上是产权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会带

来相关主体福利水平的变化。例如基础设施的修建等通常会带来临近主体福利水平的上升。

（2）国土空间的多重秩序

多维度空间属性与土地利用行为在各种尺度上相互作用揭示出三个层次的空间秩序。

载体空间对应自然秩序。即空间在自然力作用下呈现出的状态，涉及到作为载体的

空间能否被社会经济活动“占用”以及占用的规则问题，强调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物理状

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起到基础支撑作用。空间治理目标是“托底”，主要通过确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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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用途管制等权属治理工具得以实现。随着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工

作的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的产权基础逐渐清晰，国土空间规划决策过程中应综合考量载

体空间控制和占用所引发的成本和收益，以确定哪些自然秩序通过产权管理实现（不让

渡用益物权），哪些通过用途管制实现（对相应权利人补偿的成本）。

内容空间对应功能秩序。即空间在各种开发利用行为作用下呈现出的状态，涉及到

空间利用行为的种类、强度和程序等“利用”问题。用途管制不应只关注生产的结果，

更应强化对空间内容生产过程的管控，实现根据不同主导功能的内容生产过程制定差别

化的全过程治理措施。对于生态为主的自然形成的空间，规划管控应明确人类活动是否

可以将其改变，可以做何种功能类型的改变，不能改变的应如何顺应和保护自然力量主

导下的空间内容生产过程和结果；对于以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空间，其内容生产过程则

留给市场机制去配置，空间规划的重点在于为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内容生产提供空

间，例如公共服务设施，邻避设施，区域性生态服务资源等；对于以城乡生活为主的空

间内容生产，应鼓励居民自治，国土空间规划则尽量扮演协调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对于

大尺度、自下而上难以协调的社会服务设施，空间则由规划做出总体安排。我国以往各

类空间型规划高度关注的物质空间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各职能部门通过管控某一类功能

的“空间”来实施用途管制，过分强调空间的“产品”属性，忽略了“空间内容生产”

的根源，即各类土地利用行为，重结果而轻原因，从而影响了用途管制实施的效果。新

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应挖掘不同类型空间型规划所关注的功能结果背后的行为特征和机

制，挖掘空间内容产生的原因，重点管控的是改变空间内容的土地利用行为，尤其是对

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土地利用行为进行重点管控。这既是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内容重点，

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权利边界。

权利空间对应公平秩序。即利用空间的权利分配及与其相关的利益调整，涉及到与

空间载体和生产有关的所有权、使用权、产品生产权利等，空间规划成为围绕空间发展

权利分配的制度安排。国土空间规划应围绕市场主体的生产需求、社会主体的生活需

求，以及当前空间资源供给而进行的发展权利匹配。对空间内容生产过程的约束、限

制、引导和激励是空间发展权力的分配过程，既要考虑内容生产的效率问题，还要兼顾

城乡、区域、不同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因此，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搭建协调沟通的平台

和机制，明确发展权利分配过程中存在利益冲突的主体之间进行谈判、协调的方式，确

立部门之间、各级政府之间、公共利益和私人产权之间博弈的基本规则，统筹长远与眼

前、效率与公平、局部与综合、个体与群体的诉求，实现协作式治理。

邓玲：国土空间规划应彰显国土空间多样化、可交换的价值

邓玲，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标准化、自然资

源经济。

核心观点：自然资源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要素，国土空间也是一种“资源”。需重视

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的系统性、完整性、多元性，明晰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的权属权责，

实施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彰显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提升地域间的交互性。

国土空间以土地为实体、以地域为表现形式[40]。自然资源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要

素，国土空间同样也是一种资源。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主要表现为管理上“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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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轻资产属性”、资源配置上“重政府轻市场”、价值取向上“重经济价值轻生态价值

和社会价值”，带来资源权属不明、管理权责不清、收益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无法很

好地发挥自然资源在推动扶贫开发、促进乡村振兴、保障生态安全等领域的作用。生态

文明新时代需要重视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的系统性、完整性、多元性，实现自然资源与

国土空间治理由单一功能向经济、社会与生态多元功能治理转变，明晰自然资源与国土

空间的权属权责，重视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彰显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增

强不同地域之间的价值对流与交换。

（1）以确权登记作为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

产权是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管理的核心，确权登记是完善产权制度的前提。生态文

明新时代的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管理需要在以往不动产确权登记的基础上，整合水资

源、草原、森林、湿地等确权登记职责。在资源属性、资产属性、生态属性等多维度调

查的基础上，建设自然资源统一登记平台，形成产权明晰、界限分明、具有法律效力的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通过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主

体、行使所有权的边界、资源使用者的权责，为资源有偿使用、资源产权交易、生态补

偿等制度建设，以及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提供基础。

（2）明确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所有者、使用者、监管者和监督者权责

一方面，需要合理划分资源所有者、使用者、监管者和监督者的权限和职责，特别

是要完善公众参与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与制约功能，探索赋予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资源开

发利用各个环节的权力。

另一方面，需要合理分配各类自然资源使用权，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

根据自然资源本质属性和区域特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资源管理权限和责任清

单，分级代理行使资源所有权职责。中央政府主要对影响国家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的重

要资源以及部分国家公园直接行使所有权，并通过建立和完善全民所有权自然资源资产

的监督机制，对地方不合理的资源利用进行监督。对于不影响整体国家安全的资源尽可

能地交由地方政府管理，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减轻中央政府管理压力、调动地方政府

积极性，使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灵活调整资源管理策略。需要根据各类资

源的本质属性差别化配置资源使用权，确保各类自然资源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以保障

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特殊战略性资源，一般由国家直接分配使用权，由特定权利人占用；

为公众生活、公共生产等所需的公共性资源，资源使用权原则上无需配置或者交由非营

利性机构代为管理，允许全体公民共享；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营性资源，

应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经济价值，国家

则依据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收取资源收益，供全民共享。

（3）实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的资产属性管理

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的有用性、稀缺性、代际传承性等使其具有资产属性。我国大

部分地区，特别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旅游资源等存

量资源。当前，人民群众对绿色食品、旅游产品、生态产品等高品质生活需求日益凸

显，需要在完善确权与登记制度、产权保护制度、流转制度以及补偿制度等相关制度的

基础上，减少流转限制和行政审批、扩大流转范围，形成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交易机

制，纠正长期以来盲目无序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外部不经济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收

益体现不足等问题，实现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的优化配置和资产保值增值。要在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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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中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推

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赵雲泰：国土空间规划应尊重自然、以人为本、集聚高效、精准施策

赵雲泰，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

核心观点：“国土”具有“空间”的含义，采用“国土”与“空间”相并列语境，可

以强化地理空间、体现空间边界、刻画空间尺度。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格局，体现尊重自然、以人为本、集聚高效、提升治理能力四个维

度的价值导向。

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上看，将“国土”近似于“土地”“海洋”和“主权”的综合

体，有助于理解“国土”的自然特性、经济本性和人文特性。

（1）“国土空间”的内涵认知

“国土”本身具有“空间”的含义，采用“国土”与“空间”相并列语境，一方面强

化地理空间的意图，另一方面体现了“空间边界”，并反映了“空间尺度”的刻画。任何

一种概念从客体描述到理论抽象的过程中，定义和内涵可能被无限制放大，以致超越现

实并难以指导实践。同样，泛化“国土空间”概念也可能会造成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边

界模糊。虽然各类学术观点有所差异，但对“国土空间”仍有许多共识：一是依托自然

构造的客观实体边界；二是复合多元的地域系统，涵盖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物质载

体；三是包含了诸如农业、工业、基础设施等客体，以及伴随发生的商品生产加工、信

息传播、技术扩散等多重空间。从实践看，国土空间不仅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

气候、海洋、旅游等各类资源，也涵盖了经济社会基础和条件，是资源、环境、人口、

经济的复合系统，体现了多尺度和全要素的“地理空间”和“资源要素”复合，以及通

过空间结构和空间格局反映的空间关系。

（2）基于内涵的规划启示

自然地理空间奠定了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塑造了国土空

间功能和形态。国土空间的演变过程，本质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并投射在地理空间的结

果。农耕文明时代，技术水平长期低位徘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受限，更多是适

应自然环境的局地改造行为；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人类干预和改

造自然的活动日趋剧烈，成就斐然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生态文明时代，

人类对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经济驱动的短视行为被限制，寻求与自然界平

衡和共生成为主流价值。国土空间规划是时间尺度上对国土空间的统筹谋划，核心是以人

地关系为主线优化资源配置，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和谐共生并非对自然的

消极退让，而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塑造适应自然资源本

底、符合人民需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品质，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率与效益，实现人口资源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基本价值导向包括了四个维度。

一是尊重自然，促进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宏观上三大地理单元的自然本底是我国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框架；微观上依托自然地理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构

筑了有机多元的国土空间。尊重自然规律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前提，遵循自然地理格

局，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为基础，厘清限制性地理边界，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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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明确空间优化导向。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增进国土空间品质福祉。国土空间规划为“人”服务，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土空间规划的落脚点。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和需求消费升级的发展趋

势，国土空间不仅需要保障基本生存需求，更需要塑造更多宜业宜居的高品质空间、提供

更加便捷舒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民多元化需求，增进普惠福祉。

三是集聚高效，提升国土空间竞争力。集聚高效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

寻求资源空间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客观选择。通过发挥人口、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集

聚和高效利用，强化城镇规模经济效益，依托重要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等，发挥

全球竞争合作、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培育形成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动力源。另一方面，兼顾“显性”空间和“隐性”空间，完善区域资源、资产、

产权等方面的空间政策，促进综合效益的空间均衡。

四是分类精准施策，完善空间治理。面对特色化自然地理禀赋、差异化经济阶段，国

土空间治理导向需要落实主体功能战略思想，结合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分类制定政策法

规、技术标准、实施监管和绩效考核要求，通过高水平治理建设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

马学广：海洋国土空间规划需统筹国内国外、陆域海域两个重要基点

马学广，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生产、尺

度政治、城市联系、区域治理和海洋规划等。

核心观点：海洋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要统筹好国内国外、陆域海域两个重要基点，践

行优化海洋空间结构、提升海洋空间效率、保护海洋空间资源以及构建海洋空间价值的空

间规划与治理实践理念，为我国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早日建成海洋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海洋国土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特定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是一个集合概念。作为

一种内生性与广域性的空间存在形式，海洋国土空间融生态性、地理性、参与性和战略性

于一体，具有协调人海关系互动、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引领等社会经

济职能。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一种独特类型和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国土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简称海洋空间规划，）是人类海洋事务管理的时空配置过程，是改进海洋

资源利用决策的空间制度安排，是减少海洋使用者冲突的动态合作机制，是可持续管理海

洋资源与环境的技术干预手段，具有基于生态系统、战略性、综合化、跨界性、适应性、

参与性和多重尺度互动等特征。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人海和谐、陆海统筹和多规

合一等涉海空间规划领域[41,42]，为研究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的主要问题

第一，跨界治理难度增大。海洋跨国界、跨区域与跨层级的自然本底属性赋予海洋

空间规划与治理以效能评估与治理策略的特殊性，其分散管理体制限制了治理主体间的

功能融合，海洋治理跨界协调难度较大，海洋治理技术壁垒有待突破。我国海洋空间规

划与治理广泛存在陆海部门、省际部门以及国—省—市多层级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与矛

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同部门之间在多层级、多部门与全网络化工作环境下的治理

协作，加大了跨国、跨省和陆海统筹治理的难度。

第二，涉海管理部门权责不清，涉海法规交叉重叠。我国涉海管理部门以主要履行

海洋综合管理职能的原国家海洋局为主，以海洋渔业、海洋海事、海洋船舶和海洋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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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管部门为辅，再加上职能分化和管理重心下移催生的地方涉海部门，构成了较为庞

杂的涉海管理职能部门体系。部门职能体系设置欠缺整合使得海洋治理实践出现管理真

空和重合等现象，海洋治理任务调配与部门协调难度增大，涉海管理规章制度内涵不

一、理念不同、内容交叉重叠，弱化了涉海管理机构的行政效能。

第三，涉海规划“多规合一”与陆海统筹战略面临诸多挑战。海洋空间规划事权涉

及众多部门，规划交叉重叠现象严重，“多规合一”难度较大，存在规划实施主体缺位、

错位和越位并存等问题。海洋空间规划的后评估机制与监督机制缺失，削弱了规划制约

和监督效能。此外，陆域海域双向管理机制建设缓慢，陆海统筹定位与统筹方向模糊不

清，中央与地方在涉海治理主体、手段、信息、技术等领域统筹不力。现行海洋空间规

划及其支撑体系仍很难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

第四，海洋空间规划体系有待完善。在规划体系建构过程中，数据获取、权重设定

与评价分析等环节对海洋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形成挑战；在专项规划设计和实

施过程中，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等专项规划存在并行矛盾，使得海洋空间

规划的构建始终处于网状体系的循环中；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规划重复、审批复杂、评

估监督困难等问题较为常见，规划层级和规划主体关系复杂，部门壁垒现象突出。此

外，海洋空间规划的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缺乏多元利益相关者主动而广泛的介入。

（2）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的战略方向

广域尺度：打造全球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协同创新平台。全球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

是世界政治与价值建构的过程，强调海洋资源开发价值平等适用性，以海洋事务管理国

际协同创新平台构建为契机，实现全球海洋空间治理效能的提升。这一过程以基本实现

世界范围内政府为主的海洋空间治理主体的平等性、互构性和依托性为治理基础，尊重

其他治理主体多元性，鼓励相关海域国家积极对话，推动形成政府间海洋事务合作治理

架构。首先，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性政策文本为基础，将国际海洋管理体

制、制度、法律与规划等对接合作，达成全球性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共识，在全球海洋

公域开展跨国治理合作，实施多层次、多尺度、多目标协同的合作治理。其次，海洋空

间规划技术要适应复杂的海洋空间治理形势需要，构建海洋空间规划技术输入与输出的

双向机制，研发适用于全球海洋空间治理的“战略目标—策略协同—路径利用”规划与

技术。我国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实践需要从广域尺度视角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空间

规划与治理实践，尤其是制度规则建设，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全球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合作平台，与相关国家渐进式地开展从非官方研讨到官

方法理化海洋空间规划合作。

中域尺度：完善全局性与整域性的海洋空间规划。坚持全局性与整域性相统一。首

先，建立适用于全国海域的整体性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即明确海洋空间规划总体目标、阐

述海洋空间规划总体用途、平衡涉海行为主体利益诉求、预测海洋空间规划风险、统筹陆

海发展目标任务和策略、完善海洋空间规划政策体系。其次，建立整域性的海洋空间规划

分体系，即有序开展渤海海域、黄海海域、东海海域和南海海域等海洋空间规划，上承全

国规划体系，下接海域空间规划，实现上下层级的融合治理。再次，将以城市群为支撑、

以陆域为腹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纳入海洋空间

规划，衔接陆海双域的空间规划体系与机制建设，实现海陆双域经济的腾飞。中域尺度海

洋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避免了全国与地方空间规划的杂乱无效与矛盾冲突，既体现了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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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中心的总体规划任务，又能实现各海域的分区治理，根据海域情况制定时效性和适应

性强的海洋空间规划，破解同海域不同省份空间治理协调困难的问题。

微域尺度：构建“横纵协调”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按照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治

理能力的要求，构建以提升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效能为根本，以完善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

和实施为向导，以实现海洋空间规划与治理内外部协调为方向，以发展海洋经济实现蓝色

崛起为核心任务的多层级、全方位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充分考虑横向联系的海陆空间关联

性，实现以陆为基、向海而求的横向连通机制；实现上纵以国际化海洋空间法律、规划为

“蓝本”，参与到国际海洋空间规划实践中，下纵整合省际各自为战的规划体系，形成同海

跨省的整域性海洋空间规划；构建“蓝色港湾”治理与海洋生态修复工程规划体系，实现

海洋空间治理绿色发展、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生态健康。微域尺度视角回归海洋空间规划本

身，从规划体系、规划内容、制度构建、管治模式等方面进一步厘清海洋空间规划各行为

主体关系，促进规划内部协调，提升海洋现代化治理水平，实现人海关系和谐共生。

戈大专：推进乡村空间治理关键在于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戈大专，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空间治理与土地利

用转型。

核心观点：乡村空间具有结构不连续性、功能多样性、价值复合性、关系复杂性等

特征。通过空间重构、组织重建、权属重塑，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开展乡村空间

“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可以为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空间

治理体系提供有效路径。

乡村空间是国土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析新时期乡村空间特征，是推进乡村空

间治理、保障乡村空间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的关键内容，也是推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的重

要保障。以乡村空间结构、功能、权属和关系特征分析为基础，审视新时期乡村空间的

内涵体系，以利于深化乡村空间的认知，为开展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提供依据。

（1）乡村空间具有结构不连续性、功能多样性、价值复合性、关系复杂性等特征

空间结构不连续性。“城乡是一个有机体”决定了城乡地域系统的交互作用特征[43]，

直接导致城乡空间边界划分难度大。不同等级聚落构成了层级连续的村镇聚落体系，成

为乡村空间结构的核心节点，结合不同等级基础设施网络构成了乡村空间的结构骨架。

乡村空间节点和骨架的等级序列造成其结构的不连续性，也使得乡村地域承载的城镇发

展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交错分布。城镇化进程中空间破碎化进一步加剧

乡村空间结构的不连续性[44]。

空间功能多样性。乡村空间功能是开展国土开发与保护的基础。乡村空间功能的多

样性既表现为不同用地类型功能的多样性，也包含乡村空间分化及开发呈现出的功能多

样性。乡村空间功能的多样性与乡村土地利用形态的易变性和可塑性密切相关[45]，同乡

村发展阶段、自然区位和农户组织紧密相连。乡村空间功能多样性使得乡村空间利用过

程充满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不能忽视乡村空间农户生计保障和社会弹性的缓冲功能。

乡村空间分区管控需要预留转换弹性，满足农户对乡村空间多功能的现实需求。

空间价值复合性。乡村空间价值属性是决定乡村空间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乡村空

间价值体系与空间权属关系密切相关[46]，乡村空间权属关系不明导致乡村空间价值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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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乡村空间价值的复合性集中体现在生产空间（如耕地）价值混合，生活空间（如农

村宅基地）价值综合和生态空间价值融合。乡村空间价值的复合性直接导致空间权属难

明晰，空间主体难明确，空间价值难分配等现实困境。乡村空间有序管控需要科学评价

用地类型的价值体系，构建乡村空间价值公平分配的长效激励机制。

空间关系复杂性。乡村社会“血缘、地缘和业缘”综合作用下乡村空间及其承载的

空间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成为区别于城市空间的重要特征。城乡关系网络密切联

系改变了乡村空间的关系网络，发展要素的城乡流动带来城乡空间的联动，使得乡村空

间关系的混杂性进一步加剧。乡村空间关系网络由本地化转变为城乡网络化，乡村空间

由孤立走向城乡一体，乡村空间关系组织难度不断加大。

（2）推动乡村空间综合治理服务国土空间规划

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存在空间管控难度大、涵盖范围广、涉及利益主体

多、历史遗留问题杂等现实问题[47]。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呈现“人地分离”的空间错

配，发展空间受限的资源乱配，权属关系不明的价值混配，组织体系不畅的效率低配，成

为转型期乡村空间利用的核心问题[48]。已利用空间粗放、未利用空间稀缺、三生空间组织

失序，导致乡村空间开发混乱、资源功能利用受限，难以发挥乡村空间的多功能价值。乡

村权属关系不明与空间价值复合双重作用下，乡村空间价值体系模糊[46]。乡村空间组织体

系与空间关系网络相互影响，导致乡村空间组织体系不畅，致使空间利用效率不高。

城乡空间统一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应以破解乡村空间利用问题为导向，

在乡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协调利益群体关系，实现乡村空

间用途有效管控，空间权利有序配置，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

治理体系。重点是通过重构乡村物质空间结构、重塑乡村空间权属关系、重建乡村空间

组织体系，推动乡村空间实现综合治理。其中，乡村物质空间治理面向乡村空间利用结

构优化和功能提升，全面提升乡村空间综合利用水平，挖掘乡村空间利用潜力，推进乡

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实现生产空间扩容、生活空间提质和生态空间修复。乡村空间

权属治理重点在于明晰空间产权体系，明确多元主体利益关系，确立公平权益分配方

案，构建乡村空间价值长效和公平的分配机制，重塑城乡空间价值分配格局，激活乡村

多元主体创业干劲，明确空间权责追溯机制。乡村空间组织治理核心是破解乡村空间组

织主体缺，组织机制散、组织能力弱和组织效率低等现实空间组织困境，重建乡村组织

空间体系，提升空间组织效率。

戴俊骋：国土空间规划应整合文化空间、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戴俊骋，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与文化经济。

核心观点：国土空间与文化空间存在抽象的文化空间与具象规划要求的不整合；历

时性与共时性的不整合；专家基于机能文化区的空间规划与公众基于形式和乡土文化区

的文化感知不整合；不同尺度刚性层级传导和文化遴选的不整合。建议摸清地方文化家

底，建设文化保护地目录，纳入文化宣传部门的规划内容，保障以地名为代表的“地方

性知识”表达，利用最新技术让文化空间更加可测。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文化的重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整合文化空

间、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是破解当前国土空间开发中“千城一面”和“美学平庸”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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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抓手。

（1）文化及文化空间的概念

“文化”的定义本就意蕴丰富，特质论、行为论、惯习论、社会关系论、共享意义论

等众说纷坛。迈尔·克朗提到“文化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空间里的形式和活动来获得再现

的”[49]。因此从文化地理学研究语境下，在国土空间中强调文化空间是有必要的。对文

化空间的探讨早期受卡尔·索尔文化景观学派的影响，被视为特质文化的区域载体，有

相对明晰的边界。其后文化空间的意涵越来越丰富，相关学科都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

延展性研究，但是回到“文化空间如何进行规划”的问题上似乎办法不多。与国土空间

中文化空间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文化区，在传统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被划分为形式文化

区、机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三种文化区相互区别，但也有可能重合。其中，由一种

或多种相互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域范围是形式文化区。某种受政治、经济或社会

功能影响的文化特征，其空间分布区域是机能文化区。乡土文化区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

的区域意识，产生于对当地民间文化的感性认识。形式文化区有文化内核，无明确边

界；机能文化区文化内核未必显著，但往往具有清晰的边界。

（2）国土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四个不整合

当前国土空间中的文化空间，整体呈现出“既专又泛”的特征。“专”体现在以文化

遗产空间为主（详见朱鹤老师的探讨），旗帜鲜明地纳入历史文化传承空间体系。《关于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调了文物保护

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明确提到要落实国家文化发展

战略，以“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为基础，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历史文化保护现

状图。“泛”指的是通过“地域特色”来凸显和表征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如《意见》中提

到“延续历史文脉、加强风貌管控、突出地域特色”。《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

南》中“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存，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乡风貌”则将国土空间中文

化空间“既专又泛”的特点做了最好的概括。这种“既专又泛”造成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要纳入文化空间时，总有一种“意犹未尽”和“力不从心”的交错感，核心的问题在于

国土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四个不整合。

一是，学理层面对文化空间的抽象思考与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具象要求的不整合。规

划实践上的空间终究是有边界的，是要落在图纸上的。文化空间在真实空间基础上抽象

出的想象空间、“第三空间”较之过往更难刻画，文化“三层论”视角下除物质文化之外

的行为组织、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也无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呈现，只能回到针对地方

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等具象内容的空间规划模式。

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中实体空间与文化空间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上的不整合。实体空

间规划过程中有历时性的回顾，但更多是基于某个时间截面上的多系统共时性互动现状

分析和趋势预判。文化空间更强调历时性的分析，单纯分析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意义不

大，更重要的是运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来分析区域文化的历时性发

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现有建议成果在某个时间截面上的展示，无法展现出文化空间的历

史层累，也就无法体现出地方的历史文化传承厚度。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还表

现在实体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变”与“不变”的互动关系上，尤其是实体空间没变，文

化空间变了，这种在当前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中较为显著，由于受到政策保护，实体空

间得到较好的保护，但是居住的已不再是当地居民。在规划层面最不好解决但是又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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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就是这种，因为土地功能用途及风貌没有变化，但实际上人地关系变化了，这不

仅是规划层面的问题，更多涉及空间治理。

三是，专家基于机能文化区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公众基于形式文化区、乡土文化区的文

化感知不整合。国土空间规划本质上还是政府与规划师主导规划编制过程，其进行的文化

空间规划是基于行政区划基础上的机能文化区规划，可能存在无法科学测度形式文化区中

文化内核的情形。而在公众参与环节或规划颁布以后，公众认知的文化区是基于乡土文化

区的识别判断，造成其与基于机能文化区基础上的国土空间规划对文化认知上的不同。

四是，不同尺度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层级传导和文化遴选的不整合。分级分类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确保了自上而下的刚性约束传导。为了匹配这种刚性的层级传导，现有

按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地市级等不同级别认定的文化遗产空间体系与国土空间规划

在实践的要求上是相匹配的，因此成为纳入专题规划中最为合适的文化空间规划。但不

同尺度的区域文化恰恰无法进行这种刚性约束传导，在尺度放缩过程中，遴选什么文

化，保留什么文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尺度博弈问题。

（3）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文化空间”应对

“多规融合”不可能“包治百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不整合问题，但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整合文化空间，凸显备受当地人民认同的地域文化理应成为优化提升方向。建

议：一是摸清家底，扎实做好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做到“应有尽有”，

把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

建筑、考古遗址公园、工业遗产、农业遗产、风景名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

等现有文化物质空间体系详尽盘点纳入。二是比照自然保护地目录，建设文化保护地目

录，重点应纳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将黄河、大运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整合至

各级别国土空间规划中。三是与宣传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广电部门及其他文化相关

部门充分对接，纳入他们的规划内容，包括文化部领域的文化发展规划以及机构改革后

的文旅融合规划等。如北京的三大文化带就在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有清晰的体现。四

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配置要求中，除了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重要设施的空间

布局中，建议明确增加“公共文化（旅游）设施”等文化空间节点。五是在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等文化生态功能极重要和极脆弱区域，从保障文化安全的功能角度出发，明

确建立以文化功能为核心的特殊主体功能分区。六是在国土空间规划文本和成果中充分

进行“地方性知识”表达，重视地名文化及其内涵的挖掘。七是技术层面上可采用叠层

展示的形式呈现文化传承结构图，来展现不同时期地方的历史文化积累和演进。八是充

分考虑文化大数据支持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文化空间规划体系的升级进化，及时吸纳当

前中宣部改革办力推的“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最新成果，汲取文

化感知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逐渐让国土空间与文化空间更好地整合，对文化空间的意

涵和价值的测度和规划更具可实现性。

朱鹤：国土空间规划应关注遗产空间的有效保护与活化利用

朱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与可持

续发展、城市旅游、文化生态保护。

核心观点：重视遗产空间的重要作用，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实，实现遗产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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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优化，转变遗产资源为遗产空间，突出多重属性，促进遗产的有效保护和活化利用。

遗产是过去继承、现在经历和未来流传的宝贵财富，是自然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积

淀，一般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世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

列，遗产资源丰富、体系庞大。遗产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遗产的保护框架下，遗产内涵和保护范围也在不断扩

大，区域性、整体性和大尺度的遗产保护逐渐成为世界趋势，尤以欧盟为例，通过景观

保护公约，将文化和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同人们生活空间特征紧密结合，进行整体管理，

遗产不再是单独的观光景点而扩大至整个空间环境。我国也逐步确立了遗产整体性保护

的方针，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整体性保护政策成就初

现，但现阶段仍然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利益、轻社会利益，原真环境和地方

性仍面临巨大挑战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遗产价值，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遗产相关

管理和规划体系的转型。

（1）国土空间治理背景下需要重视遗产价值

一般来说，遗产除了本身的资源价值和稀缺性，还具有景观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美学价值、教育价值等。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保存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突

出形态，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具有普遍价值。Joseph-Nye认为一个国

家的软实力基于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50]。其中，遗产数量作为国家文化

的重要体现，也被众多国家软实力评价指数列入其中。就自然遗产而言，其代表了地球演

化数千万年的历史，其中不乏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及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区域，是我国生态

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节点。就文化遗产而言，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代表和人类生存的智慧结

晶，不仅针对遗产主体本身，也包括了遗产产生和存在的整体环境，以及在此世代生活传

承遗产文化内在的人，构成了实体意义上的“空间”，是人地关系的内外在反馈。同时文

化遗产作为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正是建立基于民族和地方纽带的共同

价值观的基础，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作为传承主体和共同记忆构成了价值观念和

民族身份认同[51]，是塑造文化自信和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部分。此外，遗产不仅是一

个保护和传承的客观存在，也是国家政策制定和公共外交的重要背景，因此，必须认识到

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重视遗产在空间治理中的功能和价值。

（2）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推进遗产管理体制优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遗产）、世界自然遗

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而落实到我国的政策语境，除了对世界遗产项目进行管

理时沿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外，尚未形成明确的遗产分类体系，仅在 2005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即文化遗产包括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

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

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

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

的文化空间。在遗产的管理体制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遗产保护体系，牵扯到遗产的管

理名目很多，涉及到不同的归口单位（图2），这导致遗产管理体系相对混乱，在多主体

管辖的体制下，条例众多，给管理和协同带来了困难。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地，要

求对各类资源要素进行空间整合，这对于遗产的统一管理和保护是重要契机。一方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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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张图”框定下的专项规划形式，对原有的文物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镇、

村）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景区旅游规划等名目众多的规划进行协调和统筹。另一方

面通过范围和要求的设置，推动解决相关遗产分管单位众多、治理不协调的局面，规范

各部门管理，推动政策协同落实。此外，对遗产而言，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保护，需要

保护遗产的自然完整性、文化完整性和体验完整性，其次才是“开发”和“利用”，这与

国土空间规划的思路不谋而合。优化遗产管理体系还在于推进遗产大保护、实现区域连

动协作，需要从国家或区域层面推行遗产空间规划，结合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形成遗产廊道、遗产线路等，提升遗产空间组织效率，扩大中华遗产的重要影响。

（3）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突出遗产空间多重属性

目前，针对遗产的传统专项规划大部分处在构建名录和清单的要素管理体系中，但

从空间层次上看，遗产是自然要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多重耦合，对于遗产的审视不能

将其作为单一资源体，更不能将其与城乡空间和生态空间割裂开。我国的遗产空间与

“三区三线”交叠融合，其中大部分自然遗产都与生态空间有所重叠，而文化遗产则更是

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资源的产物，必然与农村、城镇、生态空间有紧密的联系。因此，

在空间规划和管理中需要重视遗产空间的多重属性：一方面需要对遗产空间进行拆解，

即在“三区三线”的基础上，明确不同区域内遗产空间的保护和建设要求，明确规划导

向和规划原则，整合各类空间性规划技术；另一方面在对遗产评估和制定保护措施的基

图2 遗产管理体系的整合优化

Fig. 2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ecolog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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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对传统遗产范围进行扩大，构建真正意义上的遗产“空间”，既需要考虑到遗产的保

护空间，划定遗产保护红线，也要考虑到遗产的利用价值和影响范围，划定遗产的作用

空间和活化利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遗产品牌引导地方风貌和地域文化特色塑造，促

进遗产保护与利用同地方产业发展和民生建设统筹协调，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建

设统筹协调，通过旅游融合发展、文化产品输出等方式，促进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利用，实现从资源保护到空间发展的转变。

张茂鑫：国土空间规划应借鉴生态女性视域下的知性和感性思维

张茂鑫，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管理、国

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核心观点：生态女性视域下的空间感知秉承天地人共生原则、生命整体性原则，通

过非理性、内向性、和柔性、爱心、细心、美心、关心等女性特质的多元情感映射多元

价值追求，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理性价值和人文、美学、公平、舒适、安全的多元

化感性目标，可以充分感知空间的风险性、适宜性、约束性、可达性。

国土空间规划多以理性思维定性、定量、全面、有形地刻画国土空间，但缺乏多元

主体之间的价值认同、感情与情感、感知与意象、天地人合一的本源需求与思维范式共

鸣。在追求多元目标的背景下，基于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规划理论不断涌现。其中，生

态女性主义结合现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以其特有的知性和感性思维审视国土

空间，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新的视角。

（1）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契合

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和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人类对自然的统治

建立在一种父权制的世界观之上。而生态女性主义则强调人类与自然共存的整体性，人

类内部及与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关系并相互关联，任何权利对某个种群不公平

对待都会构成交叠性的压迫系统；唯有人类社会和谐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不断地

从自然中获取力量，实现良性发展。其思想和观点包括：批判和解构男性/女性、文化/自

然、理性/感性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批判父权制文化对自然的压迫、征服和掠夺，反

对“男性中心主义”；强调从哲学层面上反思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某种深层次的哲学

原因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人类必须重构认知的范式；从女性和自然隐喻关系的角度

出发，重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认知形态。

国土空间规划被赋予助推经济、平衡多元利益分配、完善空间治理体系等多重使

命。通常以男性政治家为代表的社会目标决策层，“父权式”或“男性中心主义”表现出

人类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对大地的征服感。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普遍机械地遵从

“三区三线”、指标传导等刚性管控，强调轴带组团等技术形式，注重区域划分和功能定

位，缺乏人文情怀。而女性同样面临相同困境，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被赋予生育养

育持家的使命，在社会中被视作弱势群体。国土空间规划与女性被传统“男性中心主

义”思想寄予多重角色和要求，都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境地。

国土空间规划最重要的基础和对象是土地，需要按照生态规律合理利用土地，正确认

识和处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赋予生命和创造万物的过程看，女性和自然、土地之间

存在着一种亲密的联系，更深刻的生态情怀理解大地母亲的承载与付出。女性对土地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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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远超于男性，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女性孕育过程、性格特征、

思维方式体现出更多的情感与感情，更有利于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的物质、生态、美学价值

和人文情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是国土空间规划亟需的思维范式指引，要求人类回归到自

然系统中，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强调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达成多元要素

之间的价值认同，即人类之间感情融合、感知共鸣、天地人合一、共生共存的本源需求。

（2）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国土空间规划范式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特征是对空间的细腻准确感知。这种空间

感知是建立在男性理性思维基础上，融入了女性感性思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

社会、家庭多重角色，塑造出女性特质，即非理性、内向性、和柔性、爱心、细心、美

心、关心等多元情感。在生态女性视域下的空间感知秉承天地人共生原则、生命整体性

原则，通过多元情感映射多元价值追求，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理性价值，还兼顾人

文、美学、公平、舒适、安全的多元化感性目标，充分感知空间存在的风险性、适宜

性、约束性、可达性。在规划编制实践中，以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角色体验解构为“六

心”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女人—美心。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新加坡的鱼尾狮等经典设计成为彰显城市文化、地

标性建筑，成为旅游胜地。在空间规划编制中融入女性美学思想，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

以及环境的配置上塑造独特的美感，才能让城市环境价值得以完整地传递，提升城市品味。

妻子—细心。女性作为妻子大多心思细腻，思维感性，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感受。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事物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细致分析生态环境、资源承

载、空间供给与人民需求间的相互关联，在生活空间规划设计上，鼓励探索具有形式多

样化、地域差异性的规模模式以满足不同主体和群众的空间需求，增强城市人性化、体

现服务公平性。

母亲—爱心。生态生产空间上做好底线管控、生态保护修复，实现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这就需要女性以作为母亲对孩子的爱心去热爱、回馈自然，确保空间安全。例如

在我国的农地保护中，长期以来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保证了耕地数量，却难以避免耕地分

布零碎失调、质量下降，人类仍然扮演着主宰者的角色。需要引入女性爱心、关心的思

想范式，用爱心去探寻生物的需求及生境的变化趋势，对农地、生态区的保护也要从数

量的约束向质量、分布的关怀、生态功能的保护转变。

女儿—关心。女儿在家庭中往往肩负生活重任，相较男性更关心父辈身体状态及日

常家务的实施流程。国土空间规划在体系建构过程中也专设了规划实施监督体系，通过

长期监测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环境保护、空间管控等多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在规划监

督实施环节秉持女性的关心特质，对整个规划持续关注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及时预警

与空间响应。

社会人—赤诚心。作为社会人的赤诚心是对祖国、对家乡、对栖息地浓厚的热爱之

情。女性对土地的热爱，对区域资源禀赋、风土人情及社会经济发展有更强的主人翁情

怀。赤诚之心促使规划师走回乡之路，尊重人文、历史文化，科学定位区域发展战略、

做好区域功能定位，以主人翁的情怀建构一个更好的返璞归真、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的

诗意栖居家园。

家庭人—责任心。女性多重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促使其责任感、责任心更强。在国土

空间规划上，责任心体现就是面对区域的空间资源，既要促进当前发展、又要兼顾代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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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存量用地、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等土地资源利用上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

等），全面促进生产生活空间的节约集约、保障生态空间安全、提升生活空间品质。

结语与展望

综上可以看出，国土空间是复杂的人地耦合系统，具有构成要素多元性、时空尺度

嵌套性等特征；国土空间是“流”所构建的网络空间，包含“场所空间”和“流空间”；

国土空间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组成的关系空间、权力空间；国土空间既是海洋空间、乡村

空间等具体空间，也是包括人类活动与情感的有温度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总之，“国

土空间”是包含多维度、多尺度、多视角的多元化概念。但在实践工作中，“国土空间”

的概念不宜被过度泛化，需要根据具体的情景进行界定。事实上，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

融合了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种空间类规划，

是从宏观战略性引导到微观用途管控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1]。在宏观中观尺度国土空间规

划中的“国土空间”更多是“领域”（territory）的概念，微观尺度详细规划中则更多是

具体的“空间”（space），需要针对不同的空间规划类型加以理解。

在未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需要按照建立统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形

成相对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技术标准体系，为“多规合一”和学科融合提供基础平台；更

需要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特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支撑“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治理需求，拓展对“国土空

间”的认识、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理论与技术方法，不断推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

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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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erritory" is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dvancing the practical work of spatial plann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antly upd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erri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real needs of spat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this journal invited 15 young scholars to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of "territory". The main points

of view are as follows: (1) Territory is a complex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m on elements and nesting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thinking of "landscape, forest, field, lake and grass" as a life community to

carry ou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systematic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erritory, so that it can become a natural governance platform. (2) Territory is a

network space constructed by "flow" and a relational space composed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territory through the "space of flows" to promote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elements between region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and natur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achiev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3) Territory is a human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perceive the

risks, suitability, constraints,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territory. We need compile people-oriented

spatial planning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and humanistic care of

territory. (4) Territory is the object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It is a specific spatial

carrier with marine space, rural space and cultural space, etc. It has attributes such as rights and

assets.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and assets in the spatial

planning, and highlight its economic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to achieve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life for territory.

Keywords: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patial governance;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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